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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减排效果：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分析

陈　醒　余晓非＊

　　［内容提要］　中国在２０２１年

建立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这是“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的重点政策。为了确

保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有效

性，本文系统性回顾七个碳交易

试点的机制设计、市场交易情况

和实际运行状况，并使用合成控

制法对试点和重点行业的减排效

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不同试

点的减排绩效差别较大，湖北、深

圳、广东等交易活跃度较高的试

点，取得较好的减排效果；不同行

业减排绩效差异较大，钢铁、非金

属等行业实现了一定减排，但电

力行业减排不显著。本研究对于

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机

制设计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　碳交易试点；合

成控制法；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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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近年来，

随着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各主要工业国都在探索能有效遏制碳排

放增长的气候政策工具。这其中，基于市场逻辑运行的碳排放权交易

政策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运用。从理论视角来看，碳排

放权交易机制通过排放总量控制、初始配额分配和价格引导下的排放

权交易，将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相较于传统的行政命令手段

（如强制企业安装减排设施），能大大降低减碳的成本①。

为了兑现国际减排承诺、加快国内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中国于

２０１１年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等七个省市设

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Ｄ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开启了对中国国情下碳

交易政策的探索。由此为起点，中国的碳交易体系建设可以分为以下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在七个省市推行碳交易试点，不

断深化对碳交易机制设计和市场运行的理解；第二阶段（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年），基于地区试点提供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碳交易市场；

第三阶段（２０２０年之后），继续巩固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并扩大其规

模。根据预测，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交量将在未

来达到６０—９０亿吨②，这将使中国超过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

易市场。诚然，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政策工具，学界普遍

８０２

①

②

关于污染防治中选择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机制的讨论，可以参见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１９７４）、Ｍｉｄｅｋｓａ和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２０１９）。

这一预测基于以下假设：（１）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中国将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
在１００亿吨以下；（２）到２０３０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１５０亿吨的峰值；（３）中国碳排放
权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将与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相当，即６０％。若流动率为

３００％，中国碳市场的交易量可能达到１８０—２７０亿吨，以货币衡量，当交易价格为１００
元／吨时，中国碳市场的交易额能达到１．８—２．７万亿元。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

中国２０１９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９８．３９亿吨，占世界总量的２７．２％。



■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减排效果：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分析

认同它有着促进减排的内在优势，但鉴于中国各地区间结构性差异巨

大，学界对于是否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依

然未有定论。

作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各个碳交易试点

市场运行状况如何？是否起到了减少碳排放的作用？目前全国碳交易

市场建设依然处于初期阶段，这些地区性碳交易试点又能为全国碳交

易市场的发展完善提供哪些经验？本文将重点分析这些问题。

二、制度背景与相关研究

（一）“限额与交易”：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国际实践

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理论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科斯定理。与以往庇

古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以税收作为污染防治的基础”不同（Ｐｉｇｏｕ，

１９２９），科斯认为，如果能清晰界定某种商品的产权（如温室气体的排放

权），并允许交易转让这种权利，在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情况下，资源就能

通过私人协商的方式得到最优配置（Ｃｏａｓｅ，１９６０）。这一理论创新使

得基于排放权进行污染防治成为可能。

排放权交易机制主要通过“限额和交易”的运作方式来发挥作用。

首先，设定污染物排放总量，并将总量以配额的形式依据特定规则发放

给控排主体（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再设立排放权交易市场，由于不

同企业减排的边际成本不同，企业之间会进行排放权的交易，最终达到

一个均衡的市场成交价格。这时的均衡价格能够反映排放权的稀缺状

况（Ｓｐｅｎｃｅ　＆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１９７８），也能引导企业选择不同的应对策

略———若减排边际成本高于均衡价格，则增加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则增

加对新技术的投入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最终，在总量控制和排放权

交易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机制将减排的成本降到最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１９９５年，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项目开始运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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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实施的排放权交易项目，它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降低火力发电站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解决美国东北部地区的酸

雨问题（Ｓｔａｖｉｎｓ，２００３）。由于这个项目取得了积极的成效，１９９７年，排放

权交易机制也被写进了《京都议定书》中，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

关键举措（ＵＮＦＣＣＣ，１９９８）。世界范围，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践还包括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ＣＣＸ）、英国排放权交易制（ＥＴＧ）、澳大利亚国家信

托（ＮＳＷ）以及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ＥＵ—ＥＴＳ）等。

为了实现集体的减排目标，欧盟于２００５年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

易体系。截至２０１５年，ＥＵ—ＥＴＳ在欧洲３１个国家运行，覆盖了欧盟碳

排放总量的５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５），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碳交

易市场之一。ＥＵ—ＥＴＳ的建设采取了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方式，其覆盖

面不断扩大、政策设计不断趋严。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２０年，ＥＵ—ＥＴＳ共经

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ＥＵ—ＥＴＳ覆盖了电力、

石化、钢铁、建材、造纸等行业，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限额设定为２２．９９亿

吨；第二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ＥＵ—ＥＴＳ又纳入航空工业，年碳排放量

限额则定为２０．８１亿吨；第三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ＥＵ—ＥＴＳ又覆盖化

工和电解铝行业，年碳排放量限额进一步收紧至１８．４６亿吨。

ＥＵ—ＥＴＳ的配额分配方式也随着阶段的推进而不断调整，逐步从

免费发放向拍卖的形式过渡。具体而言，由拍卖方式获取的配额在第

一阶段的占比不超过５％，第二阶段这一比率提升到１０％，第三阶段则

升至３０％。而实施拍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碳交易市场的竞争性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３）。

（二）碳交易市场的减排效果研究

由于排放权交易在理论层面一直被视作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政策工

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实践中的减排效果也就自然成为学者和政策

制定者关注的重点。以ＥＵ—ＥＴＳ为例，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Ｄｉ　Ｍａｒｉａ（２０１１）通

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发现ＥＵ—ＥＴＳ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间使欧盟

２５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２．８％；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êｔ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基于

设施层面碳排放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发现 ＥＵ—ＥＴＳ在２００５年至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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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间实现减排１０％；Ｂａｙｅｒ和Ａｋｌｉｎ（２０２０）利用合成控制法，发现

即使在碳交易价格较低的情况下，ＥＵ—ＥＴＳ依然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６年

间减少了１２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有少量的研究结果显示排放

权交易市场带来的减排效果并不理想，如Ｂｅｌ和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１５）发现，在

ＥＵ—ＥＴＳ运行的前两个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欧盟２５国的碳减排更

大程度上是由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只有１１．５％到１３．８％的减排

与排放权交易政策相关。除了直接减排效果外，也有学者探讨了碳交

易对控排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Ｃａｌｅｌ　＆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êｔｒｅ，

２０１６），而技术创新往往被视作中长期持续性节能减排的重要因素。由

于数据使用和研究方法的差异，这些对同一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评估有

着不尽相同的结果，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研究都验证了ＥＵ—ＥＴＳ的排

放权交易机制对减排有积极影响。尽管中外在经济结构、制度背景和

排放权交易体系机制设计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些研究仍然对我们评

估中国碳交易市场具有研究思路和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自２０１３年起逐渐运行。起初，学者多采用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ＣＧＥ）模型，基于模拟数据评估碳交易试点产生的

经济和环境效应。如Ｌｉ等学者（２０１４）使用ＣＧＥ模型预测了碳排放权

交易在中国的减排效应，发现竞争性电价更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量；刘宇

等（２０１６）和谭秀杰等（２０１６）利用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ＴｅｒｍＣｏ２）模拟

了碳交易试点对天津和湖北减排效果的影响，均发现试点会带来较为

显著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小。

随着碳交易试点的推进，越来越多基于试点地区实际碳排放数据

的实证研究出现，其中较多学者使用了双重差分法对碳交易试点进行

评估。李广明和张维洁（２０１７）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

（ＰＳＭ—ＤＩＤ）发现碳交易对试点地区规模工业的碳排放量和碳强度有

显著抑制作用；还有的学者则通过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显

著降低了试点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宋德勇、

夏天翔，２０１９）；Ｃｕｉ等（２０１８）使用三重差分法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加速

了试点地区控排行业的低碳技术创新。也有的学者基于合成控制法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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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衡量了各试点地区的减排效果，发现不同

试点之间存在着减排效果上的差异（姬新龙、杨钊，２０２１；张彩江等，

２０２１）。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碳交易试点对减排产

生了积极影响。

尽管学界对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效果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

但仍有许多方面值得优化与进一步拓展。首先，大部分文献在研究碳

交易试点的减排效果时，没有对影响减排效果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忽

视了可能与试点减排表现相关的政策设计因素以及碳价格水平、交易

活跃度等市场运行因素。其次，大部分学者采用了ＣＧＥ等仿真模型和

ＤＩＤ的准实验方法去测度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效果。这两种方法都有

着明显的缺陷：前者的制度要素设置和情景预测较为主观，很难还原真

实的制度安排，因此在测度碳交易的经济与环境影响时会存在较大误

差；而后者在对照组的选取上具有较强主观性，且在评估试点地区减排

效果时无法排除政策内生性的影响。最后，多数实证文献聚焦于七个

试点的总体平均处理效应或是各个试点地区层面的政策效应，但鲜有

探究碳交易试点给重点行业带来的减排效果，碳交易市场对不同行业

减排效果的影响尚且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先对中国碳交易试点的机制设计与运行情况

进行系统回顾，再利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七个试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在碳

排放权交易下的减排效果。

三、中国碳交易试点市场运行情况

（一）中国碳交易市场试点的政策框架

２００９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向世界承诺２０２０年单

位ＧＤＰ的碳排放强度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随后，“十二五”规

划中首次引入了“碳强度”指标，并决定通过逐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

系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从事后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兑现国际承诺，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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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２０２０年单位ＧＤＰ碳排放强度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８．４％（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２１），超额完成目标。而碳交易体系的建设

也采用了先地方试点再全国推广的模式，基本与过去４０多年改革开放

的总体逻辑保持了一致。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的通知》，宣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等七个省市

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Ｄ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这七个试点地区拥有全

国１８％的人口，占全国ＧＤＰ总量的３０％。经过两年左右的建设，七个

碳交易试点陆续在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４年间运行。

明确清晰的规则是保证碳交易试点正常运转的前提。因此，政府

必须明确初始配额的数量、对企业不合规行为进行通报与处罚，否则碳

交易市场将很难达成既定的经济与环境效益。表１即为七个试点地区

关于开展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性文件。其中，北京、深圳等地均颁

布了相应地方性法规作为具体政策制定的依据，而其他地区基本只制

定了政府规章来规范碳交易市场运行。

表１　七个碳交易试点的政策性文件

试点 政策性文件

北京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排放总
量前提下开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决定》（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由北京市人大
常委会表决通过）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由北京
市政府印发并生效）

上海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上海市政府令第
１０号）

广东
《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方法》（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广东省政府令第
１９７号）

深圳

《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０日由深圳市
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９日深圳市政
府令第２６２号）

３１２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六辑

续表

试点 政策性文件

天津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印发并施行）

湖北
《湖北省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暂行办法》（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湖北省
政府令第３７１号）

重庆
《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重庆市政
府第４１次常务会议通过）

　　（二）碳交易试点的机制设计

良好的机制设计是七个地区性碳交易试点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最终也会给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带来启发。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

较大，选择先进行试点而不是直接在全国铺开，优点就在于能使地方政

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灵活设计与调整，即

“摸着石头过河”，尽可能多地在“干中学”“看中学”。实际运行过程中，

不同试点在机制设计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从整体来看，各碳交易

试点都在朝着逐步扩大覆盖行业范围、改善配额的初始分配方式和发

展碳交易衍生金融产品的方向发展。这些地区试点也产生了示范效

应，江苏、新疆、福建等省份在２０１６年之后也陆续开启了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

经过对相关政策文件的梳理，七个省市碳交易试点的机制特征可

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１）执行主体：碳交易试点的具体事务主要由地方发改委（下设的

气候变化处）和财政局负责管理。

（２）初始配额分配：广东、深圳和湖北试点引入了拍卖的方式获取

初始碳排放配额，而其余试点基本都采用免费发放形式，基于历史排放

法和行业基准线法对配额进行分配①。

（３）政府干预情况：政府会对试点地区的碳交易市场进行干预，以收

４１２

① 上海碳交易试点则采用“免费分配＋拍卖”的方式，详见下文“合规与处罚”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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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运行数据、对碳排放权进行分配，或是在定价机制失灵时干预交易价格。

（４）覆盖行业：试点主要覆盖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能源密集型

行业。而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碳交易市场还纳入建筑业和部分服务行

业。截至２０２０年，总共有电力、钢铁、水泥等２０多个行业的近３０００家

控排企业被纳入碳交易试点（刘少华，２０２１）。

（５）覆盖气体与排放源：重庆试点纳入含二氧化碳和甲烷等在内

的六种温室气体作为控排气体，其他试点都只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控

制。湖北试点仅对直接排放进行管控，其他试点都覆盖直接排放和间

接排放，但各地对间接排放的定义不同，一些试点的间接排放仅限于购

入用于生产的电力蕴含的排放，而其余试点则包括购入电力和热力所

产生的潜在排放。

（６）自愿减排规定：所有试点都认可由国家发改委认定的“核证自

愿减排量”（ＣＣＥＲ）用于抵消超额的温室气体排放。

（７）市场准入门槛：所有试点市场都设置两个市场准入门槛：交易门

槛（针对控排企业）与报告门槛（针对报告企业）。后一类的企业虽然没有

进入交易市场，但必须向政府报告其排放量，以考虑在未来合适时间纳入。

图１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交易门槛和报告门槛

数据来源：各试点地方发改委（重庆试点的报告门槛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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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交易试点实际运行情况

以下主要从六个方面考察碳交易试点运行情况：（１）排放权分配情

况；（２）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ＭＲＶ体系）；（３）合规与处罚；（４）核证

自愿减排量（ＣＣＥＲ）；（５）企业行为变化；（６）交易价格。表２列举了用

来衡量前五个方面表现的关键绩效指标及其实现情况。

１．排放权的分配

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是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前提。政府一旦设定了

排放总量，就必须及时向控排企业分配碳排放配额（Ｐａｎｇ　＆Ｄｕａｎ，

２０１６）。中国各试点对初始排放权的分配主要采取免费发放和拍卖这

两种手段。其中，北京、重庆、上海和天津试点通过免费发放来分配初

始排放权，而广东、深圳和湖北试点则引入了拍卖的方式。总的来说，

免费发放的配额比率占到总量的９０％以上。此外，各试点地区的政府

（主要是地方发改委）都推出了专门的电子交易平台或网站，用于初始

排放权的登记与分配，但这些交易平台或网站的建设还有很大的进步

空间。比如，北京试点的网站未显示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的碳排放权分

配数据。

２．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体系（ＭＲＶ体系）

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对于市场交易至关重要。就碳排放权交易

而言，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漂绿”行为，就必须围绕企业ＥＳＧ（环

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指标，建立一个强大的 ＭＲＶ体系。在此，政

府的职责主要是收集企业层级的信息，包括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交易信

息和合规情况等。所有碳交易试点都要求控排企业向政府指定的第三

方机构提交排放报告以备核查，政府也会对这些报告进行随机抽检，以

确保碳排放信息的真实、准确。从表２可以看出，虽然各试点关于交易

量和交易价格信息公开程度很高，但对于企业合规信息的披露不够完

整，而排放报告的核查信息甚至无法获取。

３．合规与处罚

一个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必须有强制措施作为保障，才能倒逼企业

认真对待排放限额、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虽然在试点期间，偶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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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排企业的处罚通报出现，但国内的碳交易试点大多未对合规标准

和处罚内容进行清晰的界定。例如，在２０１３年末，北京和广东共对

１４家未能如期履约的企业实施了处罚，但关于处罚类型的信息却披

露甚少；据报道，天津４家企业未能及时完成２０１３年度履约，但《天津

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缺少相应的处罚条款；而对于深圳

试点，有报道称其政府给予了控排企业一定的宽限期来督促企业履

约。从合规和处罚角度来看，天津对未及时履约的处罚措施不够明

晰，只规定了未履约企业不能享受优先融资等政策优惠；北京和广东

的处罚力度较大，北京对未清缴的排放量处以市场均价３—５倍的罚

款，广东则对未履约企业处以５万元罚款并在下一年扣除两倍于未清

缴部分的配额。而上海在合规与处罚方面则有着自己的运作方式。

２０１３年，当临近履约截止日期（６月３０日）时，上海市政府又额外拍卖

了５８万吨碳排放配额，部分控排企业通过购买这些配额完成了年度

履约。最终上海试点以这种方式实现了极高的履约率，也未出现企

业不合规或是受到处罚的情况。

４．核证自愿减排量（ＣＣＥＲ）

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均认可国家发改委批准和发布的基于项目

的核证自愿减排量（ＣＣＥＲ），这些ＣＣＥＲ项目的真实性以及抵消认证

信息均可在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进行查询。从项目数量上看，

２０１６年，湖北试点有１２２个ＣＣＥＲ项目，北京有１６个，重庆有１５个，

广东有４７个，上海有１８个，天津有６个，深圳有５个，共计２２９个。这

其中，大部分是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和甲烷气体相关项目①。ＣＣＥＲ

可以算作合规排放的配额，但七个碳交易试点均对ＣＣＥＲ的抵消使用

比率进行了限制，从１％到１０％不等②。

９１２

①
②
２０２０年，这些类别占到总项目数量的８０％以上。

具体而言，湖北、深圳和天津的ＣＣＥＲ抵消限额为１０％，重庆为８％，北京为

５％，上海为１％。另外，大多碳交易试点都不接受水电项目的信用抵消。以广东为例，抵
消量上限为１５０万吨，控排企业可以使用ＣＣＥＲ或ＰＨＣＥＲ（碳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作
为清缴配额，但其中７０％以上必须来自本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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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企业行为变化

碳排放权交易能否起到有效作用，关键在于企业面对碳交易政策

会作出什么样的碳排放行为选择，因此企业的行为变化是衡量碳交易

试点的重要视角。本文主要着眼于交易量、交易额和活跃度（即有交易

量的天数与总交易天数之间的比率）这三个关键指标来衡量碳市场中

企业行为的变化，相关交易数据见表３和图２。

表３　碳交易试点相关交易指标

碳排放
权交易
试点

开市时间
总交易
天数
活跃度
（％）

平均
交易价
格（元）

平均
交易量
（吨）

平均
交易额
（元）

平均
交易量
占比

深圳 ６月１３日 １８８５　 ８９　 ３８　 １４３４９　 ５４６８８２　 １２

北京 １１月１３日 １７６５　 ６４　 ６０　 ８１６９　 ４８８５２１　 ６

上海 １２月１３日 １７５０　 ６２　 ３１　 １０１８３　 ３１５３７７　 ８

广东 １２月１３日 １７５０　 ８６　 ２４　 ４３４９５　 １０２３１６４　 ３２

天津 １２月１３日 １７４４　 ３８　 １８　 ５８２７　 １０５４９７　 ４

湖北 ４月１４日 １６７４　 ９６　 ２３　 ４７７７１　 １１０１８８４　 ３４

重庆 ６月１４日 １６２３　 ３５　 １７　 ５３９２　 ９２２４０　 ４

平均 — １７４２　 ６７　 ３０　 １９３１２　 ５２４７９５ —

　　注：１．数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２．总交易天数不包括节假日。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ｋ．ｔａｎｊｉａｏｙｉ．ｃｏｍ／。

　

图２　各试点交易量／交易额所占的比重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ｋ．ｔａｎｊｉａｏｙｉ．ｃｏｍ／。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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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在运行了五年多后，湖北、广东和深圳碳交易试

点的活跃度要显著高于上海、北京、重庆和天津这四个试点。在这

些试点中，湖北碳市场在交易量和交易额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天

津和重庆试点则在交易量和交易额上处于垫底的位置。但和国际

上其他碳交易市场相比，即便是中国最好的碳交易试点，也依然有

很长的路要走。例如，仅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１日单日，加州碳市场的交

易量就激增至１０００万吨①，约占中国七个试点当年总交易量的三

分之二。图３还展示了碳交易试点总体交易量与平均价格变化趋

势。从图３中也可以看出，在２０１５年６月左右，中国碳交易试点的

交易量出现短暂性的陡然激增，这表明许多企业可能将碳排放权交

易只视作政府的行政任务而非一次投资机会，碳配额并没有被企业

视为是有价值的东西。

图３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均价和交易量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ｋ．ｔａｎｊｉａｏｙｉ．ｃｏｍ／。

１２２

①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ｃ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ｄａｓｈ．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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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交易价格

价格是市场运作的核心，是企业作出行为选择的重要标准。由于

各碳交易试点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试点市场的碳交易价格也

差异悬殊。七个试点的成交价格最低为每吨２８元，最高则是每吨

１４３元。如表２所示，在七个试点中，北京试点的平均交易价格最高，

约为６０元／吨；其次是深圳试点，为３８元／吨；广东、重庆、湖北和天津

试点的交易价格比较接近，在１７—２４元／吨的范围内。七个试点平均

成交价格约为３０元／吨，属于相对较低的水平①（且有持续走低的趋

势，见图３），无法有效激励企业增加对新技术或是清洁能源的战略投

资。例如，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术（ＣＣＵＳ技术）的成本就约为６００美

元／吨（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此外，不同试点的价格差异也表明在中国建

立全国统一的碳市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四、减排效果的实证评估

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不仅要实现跨地区统一交易，更重要

的是设计合适的政策机制来促进减排目标的完成。从上文的论述中不

难看出，各碳交易试点不论是在政策机制设计还是实际运行情况上都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什么样的政策机制能带来更优的减排效果？交易

量和交易活跃度的差异是否会体现在减排效果上？为了解答这些问

题，为完善中国碳交易体系提供借鉴，本文将进一步使用合成控制法来

评估碳交易试点对试点地区和重点行业二氧化碳减排的实际贡献。

（一）实证方法

在实证研究中，研究人员常常使用准试验方法，如双重差分法、断

点回归法（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和合成控制法等，通过比较

２２２

① 从国际上看，２０１８年之前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平均碳价约为

１００元／吨，且有显著上涨的趋势，２０１９年交易价格甚至达到２５欧元／吨，换算为人民币
约为１９０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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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策影响的实验组与未受影响的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来得出政策干预

效果。在上文的文献回顾部分，我们总结了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双重差

分法在对照组选择和处理政策内生性问题上有着较大的缺陷，因而不

利于得出碳交易试点真正的减排效果。

相比之下，当单一主体（比如一个企业或是一个省份）暴露于政策

干预下时，Ａｂａｄｉｅ等学者开发的合成控制法能够通过统计工具加权拟

合出一个较为可靠的对照组，帮助我们实现对政策效果的评估。使用

合成控制法完成的著名研究包括：评估巴斯克恐怖主义冲突的经济影

响（Ａｂａｄｉｅ　＆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２００３），控烟法对加州烟草销量的影响（Ａｂ－

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以及１９９０年德国统一对西德的经济影响（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等。在中国也有许多研究运用了合成控制法，如张俊等

（２０１６）曾使用合成控制法研究奥运会是否改善了北京的空气质量，刘

甲炎和曾小明（２０１８）使用合成控制法检验重庆房产税试点的经济

影响。

基于Ａｂａｄｉｅ等人的研究（２０１０），我们按照合成控制法的逻辑建立

模型，来评估碳排放权交易的影响。假设有 Ｍ＋１个地区，其中第一个

地区受到政策干预（即本研究中的试点地区），其他 Ｍ个没有受到影响

的地区作为对照组。Ｔ０ 是干预前一阶段，满足１＜Ｔ０≤Ｔ。假设 ＹＮ
ｉｔ

为反事实结果，表示试点地区ｉ在时间ｔ没有政策干预时的碳排放量。

ＹＩ
ｉｔ表示在Ｔ０ 时点后，地区ｉ在时间ｔ时观察到的受到政策干预的碳排

放量。我们假设在政策实施前，政策干预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对

于地区ｉ在ｔ∈｛１，２，…，Ｔ０｝时段内，我们可以得到ＹＮ
ｉｔ＝ＹＩ

ｉｔ。对于

地区ｉ在时间ｔ的政策干预效果，记为αｉｔ＝ＹＩ
ｉｔ－ＹＮ

ｉｔ。我们的目标就

是估计真实情景和反事实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差异，即：

α１ｔ＝ＹＩ
１ｔ－ＹＮ

１ｔ

而由于ＹＩ
ｉｔ可以观测，所以我们只需要估计反事实结果 ＹＮ

ｉｔ。设

（Ｍ×１）维权重向量 Ｗ ＊＝（ｗ＊
２ ，…，ｗ＊

ｊ＋１），满足当 ｍ＝２，…，Ｍ＋

１时，Ｗｍ≥０，并且ｗ２＋…＋ｗＭ＋１＝１。向量组 Ｗ ＊的每个值都代表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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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潜在的合成控制，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对照组地区的加权平均值。

因此每个合成控制结果变量的值即为：

∑
Ｍ＋１

ｍ＝２
ｗｍＹｉｔ＝∂ｔ＋θｔ∑

Ｍ＋１

ｍ＝２
ｗｍＺｍ＋λｔ∑

Ｍ＋１

ｍ＝２
ｗｍμｍ＋∑

Ｍ＋１

ｍ＝２
ｗｍεｉｔ

Ａｂａｄｉｅ等（２０１０）已经证明了，对于Ｔ０＜ｔ≤Ｔ，可以用∑
Ｍ＋１

ｍ＝２
ｗ＊
ｍＹｍｔ

作为ＹＮ
ｉｔ的无偏估计来近似ＹＮ

ｉｔ。因此α１ｔ＝Ｙｍｔ－∑
Ｍ＋１

ｍ＝２
ｗ＊
ｍＹｍｔ就可以作为

α１ｔ的估计。

为了更好地理解合成控制法的具体步骤，本文以湖北为例进行说

明。我们将没有实施碳交易试点的地区作为对照组，使用上述提到的

合成控制方法，利用对照组拟合出一个“合成湖北”，使之能够反映在没

有实施碳交易试点情况下湖北的碳排放水平，并通过与“真实湖

北”①受到政策干预后的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得出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效

果。为了得到最优的拟合效果，还需要选择合适的预测变量作为拟合

优度的参照指标，使得政策干预前阶段（即试点前），真实湖北和合成湖

北在预测变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上的差异最小，也就是实现均方误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ＰＥ）最小。根据之前学者的

研究（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在评估试点地区

减排效果时，选择该地区２００３年碳排放量、２００５年碳排放量、ＧＤＰ、人

均ＧＤＰ、人口数量和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预测变量。

之后，将使用上述方法分别为湖北、广东（包含深圳）、天津、上海、

北京和重庆构建一个合成试点地区，来评估每个试点的减排效果。再

引入排序检验的方法，验证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估计效果是否显著大于

对对照组中其他地区进行相同处理后得到的估计效果，从而得出试点

减排效果的可信程度。

基于对文献的回顾，也将使用合成控制法检验碳交易试点对于重

点控排行业（主要是能源密集型行业）碳排放量的影响。以湖北试点的

４２２

① 为行文方便，下文中“真实地区”与“合成地区”的表述均不再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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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和六大污染行业①为代表，使用上

述方法，以非试点地区的对应行业作为对照组，为它们构建各自的合成

行业，通过比较得出政策对于行业的减排效果。

（二）数据来源

地区的ＧＤＰ、人均ＧＤＰ、人口数量和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等数

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省级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是以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７年《中国能源年鉴》中各省能源消费数据为基础，基于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②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出。行业层面碳排放数据，是

以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７年各省统计年鉴中行业能源消费数据为基础计算

得出。由于深圳市的能源消费数据无法单独获取，因此将其并入广

东试点，利用广东省数据测度两个试点的总政策效果。最终，除去能

源消费数据残缺的西藏、宁夏和港澳台地区，共获得２９个省级行政单

位（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湖北六个试点地区在内）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７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因此对于每一个试点地区，

都有２３个非试点的省级行政单位作为其对照组。将２０１３年作为试

点政策开始的时间，对于试点地区和行业来说，政策干预前阶段分别

有１６年和１３年。

（三）实证结果

我们先使用合成控制法，从对照组中拟合出每个试点的合成试点

地区。表４展示了在政策干预前阶段，各个试点地区及其合成试点地

区预测变量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实施碳交易试点之前，合成湖北与真

实湖北在碳排放相关的预测变量上十分接近。表５展示了合成试点的

各省份权重。

５２２

①

②

六大污染行业包括电力行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钢铁行业）、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及
炼焦业。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ＣＥＡＤｓ），致力于中
国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开发及应用，也提供最新的碳排放、社会经济和贸易等数据。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ｅａｄｓ．ｎｅｔ．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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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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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合成试点的省份权重

省份 合成湖北 合成北京 合成上海 合成天津 合成重庆 合成广东

安徽 ０．４１５　 ０　　 ０　　 ０　　 ０．０６５　 ０　　

福建 ０．００８　 ０　 ０　 ０　 ０．１５８　 ０

甘肃 ０．００６　 ０　 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广西 ０．００８　 ０　 ０　 ０　 ０　 ０

贵州 ０．００７　 ０　 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海南 ０．０８７　 ０．７３１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８

河北 ０．００８　 ０　 ０　 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８

黑龙江 ０．００８　 ０　 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河南 ０．０２２　 ０　 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湖南 ０．００９　 ０　 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内蒙古 ０．００７　 ０　 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江苏 ０．０９１　 ０　 ０　 ０　 ０．０１　 ０

江西 ０．００７　 ０　 ０　 ０　 ０　 ０

吉林 ０．００８　 ０　 ０．７５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０３　 ０

辽宁 ０．１０９　 ０　 ０　 ０　 ０．００２　 ０．４７８

青海 ０．００５　 ０　 ０　 ０．５１８　 ０．４７１　 ０

陕西 ０．００６　 ０　 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山东 ０．００６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６８

山西 ０．００８　 ０　 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四川 ０．１６２　 ０　 ０　 ０　 ０．１５８　 ０

新疆 ０．００７　 ０　 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云南 ０．００７　 ０　 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浙江 ０　 ０．２６９　 ０．１９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３　 ０

　　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各试点的合成

控制结果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试点地区越接近中国平均水平，合成

效果就越好。比如，湖北、广东和天津的合成效果优于其他试点。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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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展示了真实湖北和合成湖北的碳排放趋势。从图中可以看

出，２０１３年以后真实湖北和合成湖北的碳排放量出现显著差异。

图４　真实湖北与合成湖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鉴于湖北在各项经济指标上比较接近于中国平均水平，选择几个

湖北省控排的重点行业来对碳交易试点在行业层面的减排效果进行评

估（见图５）。可以看出，碳交易试点使得钢铁行业和有色金属行业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下降。相较之下，电力行业的减排效果则并不明

显，这可能是由于在试点期间，煤电行业依然处于规模扩张阶段①。总

体而言，碳交易试点还是对六大污染行业的整体减排带来了积极影响。

从这一角度来看，湖北试点在地区层面能取得显著的减排效应也就不

难理解了。

我们接着对其他试 点 地 区 进 行 评 估。如 图６，可 以 看 到 在

２０１３年以前，合成广东和真实广东的碳排放路径几乎能够重合，但在

２０１３年后出现明显差异，说明广东碳交易试点也取得比较显著的碳

减排效果。

８２２

① 根据《中国电力年鉴》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间，中国火力发电装机容量的年平均
增长率达６．４７％，使得电力行业贡献了巨大的碳排放增量；而年平均新增煤电装机容量
也达到４２００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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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真实湖北与合成湖北的污染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图６　真实广东与合成广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湖北和广东（包含深圳）试点在交易量、交易额和活跃度等方面的

表现均优于其他碳交易试点。相应地，合成控制的实证结果也验证了

这两个试点地区有着更好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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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对天津试点的实证研究显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图

７展示了真实天津和合成天津的碳排放趋势，自２０１３年以来，两者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甚至实际天津的碳排放量要

高于合成天津。这一结果并不意外，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天津的碳交

易试点在许多市场运行指标上的表现远低于七个试点的平均水平。

图７　真实天津与合成天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当我们对北京、上海和重庆进行同样的操作时，政策干预前阶段的

合成效果并不理想，表明此时评估这些碳交易试点的影响可能条件还

不成熟，或者也可能有其他因素没有被我们的研究考虑进来。以北京

为例，２００８年前后，真实北京和合成北京之间的显著差异已经出现，表

明除了碳交易试点的实施外，还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见图８）。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促使大部分制造业迁出

了北京。

而真实上海和合成上海之间甚至在２００２年就出现了显著差异（见

图９），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原因。尽管我们没能有效测度上

海试点的减排效果，但上海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许多其他方面的表

现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比如，上海市对碳排放配额的分配采用了免

费发放和拍卖并行的模式，并取得很高的履约率，这些都表明上海碳交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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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真实北京与合成北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图９　真实上海与合成上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易体系对国家和市场的角色有着较为独到的认识，能充分利用行政手

段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政策实施，这也为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机制

设计提供了经验。

相比之下，重庆的合成控制结果说服力不强。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基于Ａｂａｄｉｅ等（２０１０）提出的排序检

验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基本思路如下：对没有进行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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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试点的省份也同样地采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出相应的合成省份，

得到每组真实省份与合成省份之间的碳排放量差异。如果湖北和广东

的真实情况与合成情况之间的碳排放量差异比这些省份更加明显，就

说明碳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是显著的。

首先，我们通过合成控制法为对照组中２３个省级行政单位构建合

成省份。其次，剔除那些在碳交易开始之前的阶段拟合较差的省份，因

为这些省份出现的显著碳排放量差异可能是由于拟合原因导致的。因

此，我们剔除了２０１３年之前 ＲＭＳＰＥ值较高的两个省份，分别是内蒙

古（８９．８）和山东（８７．２），远高于湖北和广东的 ＲＭＳＰＥ水平（分别为

１７．８和１７．１）。最后，对照组中共留下２１个省份，这些省份的ＲＭＳＰＥ

最高值也仅有３０．３。我们分别计算这２１个省份与其合成省份在碳排

放量上的差异，并与湖北、广东进行比较。图１０展示了稳健性检验（排

序检验）的结果。

图１０　稳健性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湖北在２０１３年之后的减排效果明显大于其

中２０个对照组省份，这意味着其他省份能够出现与合成湖北和实际湖

北之间相似差距的概率为１／２０，也就是说仅有５％的统计显著性。因

此，我们可以认为碳交易试点的确对湖北产生了明显的减排效果。广东

省的减排效果在试点的前期阶段明显大于其他所有对照省份，意味着我

们的实证结果可信度较高，但随着试点进行，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

在当前阶段，重庆和天津试点实证结果的置信度就没有湖北那么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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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如上文所述，北京和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例如实地调查）来确定其减排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当前中国的碳市场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初步的研究表明地

区性碳交易试点的运行依然存在较多问题：交易量较少、交易价格低、

企业主动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不足；政府在碳交易的信息公开方面还

有很大提升空间；由于政策限制，无法进行跨区域的碳排放权交易，使

得不同试点的碳交易价格差异悬殊，大大降低了中国碳交易市场对潜

在投资者（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

此外，企业对于这些碳交易试点的认知程度和参与水平仍然很低。

例如，在履约截止时间的前一个月，成交量会陡然上升，这或许表明，许

多企业将碳排放权交易视为政府的行政任务，而非一次投资的机会。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碳资产并没有太大的价值，这可以说是中国碳交易

价格较低的原因，同时也是低价造成的一种结果。总体来看，七个碳交

易试点的平均交易价格仅约为３０元／吨，对于那些考虑向低碳增长路

径进行战略转型的企业来说，这一价格起不到太大的推动作用①。而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和欧盟的碳价约为１５—１６美元／吨（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Ｅｃｏｆｙｓ，２０１８）。

从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不同试点间仍存在着很大的政策效果差

异。在七个试点中，湖北的表现最好，２０１５年减少了约５８３０万吨二氧化

碳排放量；广东和深圳表现较好，２０１５年二氧化碳减排量约为５０７０万

３３２

① ２０２０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了新的承诺，即在２０３０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到

２０６０年实现碳中和。有鉴于此，未来四十年的“限额和交易”约束将更加严格，而碳交易
价格也将相应更快地上涨，从而给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的企业更大的压力，促使它们更加
积极主动地向绿色增长路径转型。这一新的承诺还表明，在国际层面，中国气候政策的
重心已经从强调“碳公平”转变到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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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对于北京和上海试点而言，碳交易的影响未被有效测度，减排效果可

能被之前的政策效果所覆盖（如北京在２００８年举办的奥运会），具体情

况仍需进一步研究分析；而天津试点在同一阶段的表现较差。

有一些初步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各试点的减排效果如此

参差不齐：湖北省一直都在不断推进着环保相关议程。比如，湖北在

２００９年就启动了针对环境污染的“费改税”试点。Ｚｈｅｎｇ的研究

（２０１５）表明，此类试点项目显著降低了湖北域内的污染水平，这也可能

使湖北的工业企业对碳交易试点有了更好的准备。而在改革开放之

后，深圳一直是中国改革创新的领头羊，也是率先启动“蓝天计划”等大

气污染防治项目的城市。深圳政府与企业的总体定位是市场化的，广

东省也是如此。因此，广东碳交易试点表现相对较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无法确定为何天津试点的表现不佳，或许和当地特殊的企业所

有权结构与产业结构有关，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进行解释。但天津较

低的交易量和交易活跃度，说明它还没有准备好成为碳交易市场的积

极参与者。

电力行业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实现全社会低碳转型的

关键行业，因此也成为全国碳交易市场第一批纳入的行业。但在煤电

规模持续扩张的背景下，相较于其他高耗能行业，碳交易试点对于电力

行业并为起到显著的减排作用。因此，要想实现电力行业的节能减排，

除了完善碳交易市场外，或许还要其他行政措施的介入，如严格控制新

增煤电机组数量、加速淘汰落后煤电机组以及推动电力体制改革等。

六、政策建议

为了兑现在《巴黎协定》中的减排承诺，加快经济发展的脱碳进程，

中国在２０１３年前后陆续启动了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来检验这一基

于市场机制的气候政策工具在中国的有效性。基于这些试点的经验，

国家发改委于２０１７年底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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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志着中国正式转向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阶段（刘少华，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目前仅覆盖了电力行

业。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碳交易试点运行情况和减排效

果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希望能为之后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提供

一定的借鉴。研究发现，七个碳交易试点取得的成效还比较有限，且不

同试点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推动全国碳交易市场向更多行业扩展

仍需保持谨慎，在此之前，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确定影响碳交易机制

发挥作用的潜在社会和经济因素。

本文为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提供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必须实现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化。在这方面，中国迫切需要完

善针对企业ＥＳＧ（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指标的 ＭＲＶ（监测、报

告、核查）系统，同时也要加强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这一点不论是对

于近期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还是对于在中长期实现国内碳市场与国

际碳市场的接轨，都十分重要。

其次，应当不断优化碳交易市场的配额分配方式，完善配套政策。

拍卖机制往往能更加灵活地调节配额的供需，减少配额过度发放的情

况出现，同时也能增强企业的减排积极性和整个碳市场的竞争性。初

步研究表明，引入拍卖手段分配排放权的试点（如深圳、广东、湖北），其

表现要显著好于那些采用免费发放的试点（如重庆、天津）。未来，应当

考虑推广有偿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具体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即先

引入拍卖机制再逐渐提升拍卖获取所占的配额比重。

也有的国家将碳税作为碳交易市场的配套政策，例如，法国和挪威

不仅积极发展碳交易市场，还分别征收了５５美元／吨和６４美元／吨的

碳税（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ｆｙｓ，２０１８）。①傅志华等（２０１８）认为碳税机制可

５３２

① 近期，欧盟开始考虑征收碳关税（ＣＢＡＭ碳边境调节机制）来避免碳泄漏。尽管
目前在数据可获得性和精准计算能力等方面存在困难，但若这一政策开始实施，将对中
国的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如钢铁产品。中国的钢铁产业依然以高炉或转炉炼钢法（ＢＦ／

ＢＯＦ）为主（约９０％），其碳强度远高于电炉炼钢（ＥＡＦ）。除中国外，全球电炉炼钢的使用
率达到４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征收跨境碳关税，中国钢铁出口的全球市
场份额将受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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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碳交易市场失灵时起到碳价支撑的作用，而倪娟（２０１６）也认为碳

税可以用于管控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之外的分散排放源。因此，如果中

国能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也许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最后，七个碳交易试点在政策效果上的较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各个地区间公司所有权结构和产业结构有着显著不同。如果事实如

此，那么在建设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时必须更加谨慎，应当分阶段推

进，不能一蹴而就。当全国碳交易市场考虑扩大覆盖范围时，应当采取

逐渐纳入的方式，某些行业可以一直留在地区性碳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直到时机成熟，再并入全国碳交易市场。从长远来看，这一方法也适用

于国内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接轨。

尽管欧盟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同质化程度远高于中国各省，正如本

文第二部分所交代的，ＥＵ－ＥＴＳ还是采取了分阶段推进的建设方式。

如果全国碳交易市场一次纳入过多行业，很可能会加剧地区之间的贫

富差距，即使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改善这一情况，但从长远来看，中国

如果要加入国际碳交易体系，这些措施将会与平等市场原则相抵触。

附录

图１１　真实重庆与合成重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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